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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传播视野中的重大工程事故及其应急管理 
——以“7.23 动车事故”为例 

张  涛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 对“7.23 重大铁路工程事故”应急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传播过程、途径和后果进

行分析，研究发现，庞杂的碎片化事故信息和不明朗的事故发展态势在多元的传播渠道和多

重利益相关者的催化下，不仅会引发公众焦虑情绪，也会导致诸多谣言的滋生与蔓延，进而

影响工程事故的现场救援、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和事故调查的有效性，损害工程形象的同时也

不利于公众理解和参与工程。在政府主导下设立开放且匿名的事故上报系统以及专职发言

人，以主动发布信息和全程公开为原则，利用多元媒介将事故信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表

达，可以在工程事故发生后抓住公众理解工程的宝贵机会，有效缓解工程事故向社会公共危

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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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益大型化、综合化和复杂化的工程活动已

深度嵌入现代社会的各个维度，一项工程在其生

命周期内——从规划决策、设计、建造，到运行

维护和退役[1]，始终都在与外界发生信息交互。

工程事故难以完全避免[2]，尤其是重大工程事故

的发生，除了对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等

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关信息也会深深地刺激

公众的视觉神经。事故的突发性、破坏性，以及

态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公众的有限理性互为交

织，往往导致事故相关信息在传播中产生“涟漪

效应”，公众会根据这些“扭曲的信息”发生一些

无效的甚至盲目的行为，引发舆论危机甚至次生

性社会危机[3]，进一步加剧工程事故对社会带来

的冲击。 

工程的形象和社会影响、公众对工程的理解

和认知等工程传播问题是一个以传播学为核心，

结合工程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而新兴

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目前，关于工程传播的讨论

多集中在其基本概念和内涵[4]、传播路径[5,6]、传

播效果[7]及其对工程决策和建设的影响等方面[8]，

而针对工程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工程传播问

题，学界则鲜有关注。 

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既十分必要，也

较为迫切。除了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事故发生后因

“责、权、名、利”而引发的种种争议[9]，不同个

体和组织对工程事故和应急管理工作也存在不同

的认识、解读甚至利益和价值冲突。在信息传播

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包

括但不限于基于互联网的自媒体、即时通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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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软件、直播平台等，下同）的推波助澜下，

上述利益和价值冲突往往被曲解和扩大，进而在

信息传播中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表现[10]。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就

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的集体学习时指

出的：“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

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

场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

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如

果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和引导，各种大行其道的

“内部信息”和充斥耳目的“事故真相”不仅影响

事故调查，也会损害相关工程活动的形象，甚至

将其“妖魔化”[11]。 

此外，工程的决策和建设也涉及诸多公共问

题，除了工程形象，具备基本的工程知识和素养

也成为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前提。在促进

“公众理解工程”的过程中，除了新闻报道、公益

广告、纪录片等常规工程传播途径，借助“重大

工程事故”这个万众瞩目的“危机情境”，对相关

工程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安全知识进行有效的传

播，不仅能化解公众的诸多误解和担忧，也可以

使公众更加辨证地认识工程，使工程活动走在理

性、民主、和谐的轨道上。 

1  理论基础及案例的选择 

1.1  关于工程事故的应急管理 

工程事故的应急管理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机

构在工程事故发生后进行现场救援、原因调查以

及事故整改和经验学习等一系列必要措施的总

称。系统地看，工程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涵盖了

从事故发生到落实整改建议的全过程，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 

首先是工程事故的现场救援和调查阶段，主

要任务是确定事故的基本信息、人员搜寻与抢救，

以及全面、及时地收集有关证据。这是事故调查

的开始，也是信息传播的起点和基础[12]，任何瞒

报、漏报、延报或误报，不仅影响后续调查[13]，

也会导致事故相关信息的缺失或失真。此外，在

本阶段还存在现场混乱、事故态势的不明朗、个

别蓄意破坏现场的行为以及可能出现的二次事故

等极易导致信息扭曲的不确定因素。 

其次是事故的原因查找与分析阶段。工程事

故调查即“通过询问、观察、检测等手段，搜集

与事故有关的各类证据和信息，分析和研究事故

的可能原因及规律”[14]，提出改进和防范措施。

事故原因关乎未来的工程和社会安全，是政府、

公众和工程共同体最关心的信息之一。工程事故

调查作为一种公权力行为，信息公开是最基本的

原则（法律规定的涉密工程除外）。一方面，信息

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尊重；另一方面，

随着事故调查的深入，公众和相关工程人员也可

以根据事故调查机构及时发布的安全信息，对个

体行为以及工程活动进行适时调整，提升个人和

工程安全。 

最后是事故调查报告的发布和事故整改阶

段。只有将工程事故中的安全信息和知识进行广

泛传播和共享，才能被最广泛的个体和组织吸收、

借鉴，这样才有利于相关工程主体从中吸取教训，

采取措施[1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工程事故中

所得到的知识也可以对已有的工程知识进行检验

和校正，有利于工程安全[16]。 

上述三个阶段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互为交叉，

但每一阶段又有自己单独的目标，并且是下一个

阶段的基础。信息传播贯穿了“工程事故的发生

到整改措施落实——即工程事故应急管理的全过

程”，这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传播周期，也构成了本

研究的事实基础与逻辑主线。 

1.2  理论基础 

除了对物理维度的直接影响，重大工程事故

还对社会秩序、价值体系以及公众的个体心理和

行为准则架构带来冲击[17]。这是因为每个人在生

命中都有可能遇到灾难或不测，面对突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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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后果的、高度模糊且演变迅速的工程事故，

公众在潜意识里会想象这种事故或许在某一天会

发生在自己或关系亲密者身上。个体在本能的驱

使下会进入应激状态，进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

为取向的改变[18]，如个体间会通过相互转发事故

信息寻求真相，或采取自发行动来规避风险等。 

这种危机状态下高度原子化的无序互动具有

多维性、复杂性和非结构性等特征[19]，影响着舆

论甚至社会稳定。虽然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理方法，

但通过及时、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引导，满

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并提高公众对工程事故的认知

和应对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 

一般情况下，工程事故应急管理过程中的信

息传播大致可分为内部、外部两种方式[20]。前者

指的是事故救援和调查的直接参与者，如调查方

与被调查方、监管机构与事故涉事主体之间的信

息与数据沟通；后者主要是面向工程共同体之外

的信息流动，如调查机构的新闻发布会、媒体的

报道以及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等。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作为传播学经典理论[21]，

为工程传播这一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该模式

区分了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信

源（who）”——即信息发布者或来源，“传播内容

（say what）”，作为传播渠道或媒介的“信道（in 

which channel）”，以及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信宿

（to whom）”，和“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 

如何在工程事故这种非常态的局面下形成有

效的信息沟通并防止舆论危机扩大，对应急管理

中的外部传播进行讨论就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①。借助 5W模式，可以看出，重大工程事故发

生后的工程传播不仅存在明确的信源、信道、信

宿、效果和传播内容（包括“噪音”），也有一个

持续的过程和发展趋势，符合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这种研究并非对各种传播要素进行简单罗列和堆

砌，而是以“公众理解工程”为导向，对工程事

故发生后的信息传播过程、内容、社会后果及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厘清工程传播的一些重要

特征，并尝试提出有利于提高工程传播有效性的

若干建议。 

1.3  案例的选择 

小数量的“案例样本”研究何以具有对普遍

结论的“代表性”，是人文学科研究中一个聚讼不

休的方法论问题。重大工程事故的案例不胜枚举，

其中的工程传播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过程，

理论层面的分析虽然有其优点，但很难完全揭示

不同因素在信息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传播

有效性的影响。只有立足于代表性案例的具体分

析，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揭示此类工程传播的特

点；同时，若想识别我国在重大工程事故应急管

理中的信息传播存在哪些共性问题和深层的社会

影响因素，亦需对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并尝试性

地将分析结果纳入到一般性的理论话语，才能找

出冲突化解的具体途径。 

震惊中外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

通事故（以下简称“7.23事故”）不是我国最惨烈

的工程事故，但由于铁路工程与公共安全、地方

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大规模的高铁建设背景下，

在各路媒体的关注下，该事故在国内外引发了一

系列舆论热潮。其中，不仅有对事故后果、原因

和调查过程的责问，也有对中国高铁建设的反思，

甚至一度连中国发展模式都成为了被质问的对

象。一时间，中国高铁如同“过街老鼠”，车厢里

的空座被解读为“建设超前，没人乘坐，赔本赚

吆喝”；英文缩写“CRH”被解释成“耻辱号”、

“吃人号”；另外，高铁有辐射，大批乘务员因为

担心不孕不育而辞职的言论也甚嚣尘上；还有部

分媒体用连续的封面文章系统性报道中国高铁的

负面信息，包括安全性、技术不能自主、大量腐

败等。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事故发生后那句著名

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让他由新

                           

① 为了便于理解以及行文的方便，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提到的工程传播一般是指外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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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言人瞬间成为了深陷舆论漩涡的新闻当事

人。时至今日，这起事故仍不断被媒体讨论和反

思①，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2 “7.23 事故”应急管理中的工程传播 

2.1  事故的现场救援和调查阶段 

工程事故本身及当事人、目击者、奔赴现场的

媒体人员构成了本阶段工程传播的主要“信源”，

而广大网民则在二次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信

道”则是以 QQ、微博、博客为代表的网络即时通

讯工具和新媒体。广大使用微博的网民和政府机

构成为了最早得到信息的“信宿”。传播内容主要

包括事故地点、现场情况和各类求助信息，且在

信息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如微博数量就

由当天 79106 条快速增至第三日的 534401条[22]。 

第一条关于“7.23 事故”的信息源于事故发

生地沿线居民（微博用户名“Smm_苗”）在事故

前 7 分钟所发的一条微博，并附上了一张夜幕下

的动车照片：“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 爬的比

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此条微博被转发

2.4万余次，网民评论将近 8000条[23]。 

事故发生不到 5 分钟，乘客袁小芫就通过微

博发出了第一条事故发生的消息：“动车紧急停车

并停电，有两次强烈的撞击。”13 分钟后，微博

用户名为“羊圈圈羊”的乘客发出第一条求助信

息：“求救！动车 D301现在脱轨在距离温州南站

不远处⋯快点救我们！”该条信息转发量突破 10

万条，2小时后该名网友获救。事发后 20 分钟，

另一位微博用户“sam 是我”用手机拍下了倾斜

的车厢照片并发出求救信息：“D3115 次动车出

轨…求救 ! ! !...看到此围脖的童鞋请帮忙速转

发! ! !”这条微博被转发量达 1.1万次。 

除了有利于现场救援，快速传播的信息对伤

员救治也有着积极影响。浙江医疗卫生部门在事

故发生后通过微博发布的献血号召，短时间内得

到了数千名网友的响应，纷纷深夜赶往就近血站

献血，为伤员抢救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对于网络新媒体，传统媒体在事故发生后

的信息传播明显滞后。事发后 1 小时，网友“摄

影师小刀的地盘”就在其微博发布了题为“众志

成城的抢救”的两幅现场群众自救照片。这些来

自民间人士的照片被网友转发将近 6000次，也成

为了央视等各大官方媒体在进行事故报道时所使

用的第一手素材②。 

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的信息传播中也出现了缺

位。虽然事故发生地温州市政府及时向上级政府

汇报了事故情况，但并未在第一时间以新闻发布

会等方式向社会通报事故发生、救援、伤亡情况

等基本信息。事故后的混乱状态加上“权威信息”

的真空，导致各种猜测和质疑信息在互联网上快

速传播，形成了诸多“噪音”。 比如，有关事故

现场终止救援、粗暴清理现场的不实信息和流言

相继出现，在社会上造成了“在搜救尚未完成的

情况下却放弃救援并恢复通车”的假象。此外，

救援人员在吊下车厢残骸时掉出的“车体碎片”

的一张模糊的照片，经过多次传播后被解读为“现

场搜救不仔细，有遇难者遗体掉出”，是铁道部“对

事故幸存者的谋杀”。此外，掩埋车体并毁灭证据、

重特大事故 35人死亡上限论、遗体未经家属同意

被集体火化、动车司机培训只有 10天且疲劳驾驶

等谣言也都被炒得沸沸扬扬并造成了较为恶劣的

影响，在很久之后才被澄清。 

2.2  事故的原因分析阶段 

随着现场调查的结束和事故基本情况日趋明

朗，事故救援和调查机构及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就成为了工程传播中最主要的“信源”和“信道”，

事故后果以及调查的进展是主要“传播内容”，“信

宿”包括民众以及事故相关领域人员。 

                           

① http://news.cctv.com/2018/12/23/ARTIDUVkO2d5MTZYqVosFOfb181223.shtml 

②《通过现场照，“小刀”帮网友找到了舅舅》，载于《东方卫报》2011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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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事故”发生后将近 2个月，调查组除了

7月 28日召开过一次仅有少数几家中央媒体参加

的会议和一次几乎没有媒体参加的内部会议[24]，

并没有公开太多实质性信息，公众很难了解事故

调查的进展。 

权威机构的沉默，一点点消磨着公众的耐心，

也为外部的信息传播提供了空间。《南方都市报》

在 2011 年 7 月 25 日发表题为“动车温州追尾事

故，直面公众质疑需要彻底”的社论，对事故救

援中的“粗暴清理现场”以及铁道部给出的“雷

击致因论”提出质疑。7月 27日，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贺卫方通过微博对事故调查的程序提出了

质疑：“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

难以服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

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听证。” 

更多的质疑来自于网民。出于对知情权的要

求，部分网民开始在网络上“串联”并主动寻求

真相，本来是“信宿”的他们也开始扮演“信源”

角色。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小伊伊的获救、对铁

路部门粗暴清理事故现场并恢复通车的责问以及

涉事列车乘客名单何时公开等问题上。 

直到 9月 21日，事故调查组才以新华社通稿

的形式首次向外界通报了调查进展情况，发布的

信息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如“调查组深入开展

了现场勘查、模拟试验、技术鉴定、调查取证、

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等一系列工作”，此外，调查

组“已召开分析会、论证会 200 余次，调阅相关

资料近 1300件，调查询问和谈话近 300人次，形

成各种专项调查报告及相关文字材料近 200 万

字。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铁路系统及时组织

进行了整改，在全路排查和消除相关隐患”等等。 

这种“流水账”式的信息、“外交辞令”般的

语气以及所运用的技术语言与公众所质疑的主要

问题并不契合。可能是出于对上述信息的回应，

2011 年 10 月份前后，一份所谓的《7.23 甬温线

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非官方调查报告》在互联网

上传播开来。该份报告“基于网络消息，媒体报

道，铁路论坛的资料以及铁路论坛与百度文库的

私人上传学术资料为技术支持”，用了将近 60 页

的文字和图片，从事故的概述、事故的发生时间、

事故的经过、可能的事故还原、事故之后的救援

行动五方面对事故细节进行了还原，并引发了网

民的热议。这份报告涉及到的信息来源有二十余

处，既有央视和新华网的报道，也有网民的讨论，

甚至引用了来自“万方数据库”的专业文献。 

这份资料来源广泛、旁征博引、看起来“颇

具专业性”的报告，让我们看到，在公众之间关

于工程事故的信息横向传播内容中，除了质疑和

情绪宣泄，还延伸到更为理性的专业知识讨论层

面。在缺乏“公众认为有效的官方信息”背景下，

这份“非官方事故调查报告”的语言表达和论证

方式的“逻辑性和权威性”得到了诸多网民的认

可，一度与官方话语权并驾齐驱，也为其他“噪

音”的产生提供了诸多素材。 

2.3  调查报告的发布和事故整改阶段 

事故调查机构是本阶段唯一的权威“信源”，

“信宿”则是民众以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共同体，

核心“传播内容”为事故调查报告。除了向外界

传播事故事实、原因和结论，调查报告更主要的

功能是发布安全建议，即用于工程纠偏的情境性

知识——不仅可以作为工程实践的规则、规范，

也是制定工程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重要参考

依据。 

在传播内容上，“7.23事故”调查报告包括事

故“基本情况”、“发生经过”、“救援情况”、“原

因和性质”及“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几个主要

方面。但是所给出的事故原因和安全建议笼统而

宽泛，特别是安全建议，缺乏针对性且可操作性

很弱。如对事故原因的总结：“通号集团所属通号

设计院在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且作为甬温线通

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

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

大安全隐患”。但与之相对应的“事故防范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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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建议”则较为宽泛，且与事故原因不完全契

合：“①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②切实加强高铁技术设

备制造企业研发工作的管理；③切实健全完善高

铁安全运行的规章制度和标准；④切实强化高铁

技术设备研发管理；⑤切实严把高铁技术设备安

全准入关；⑥切实强化高铁运输安全管理和职工

教育培训；⑦切实加强铁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⑧切实加强高铁规划布局和统筹发展工作。”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整份报告没有任

何注释。事故调查报告不是学术成果，也不一定

要有注释，但完整、规范的注释不仅能增强事故

调查报告的可读性，更能向外界传达出事故应急

管理整个过程的权威性、科学性，从而减少公众

的相关质疑。 

该份报告以网页超文本形式发布，渠道是事

故调查牵头单位安监总局（现应急管理部）的官

方网站。这份以网页超文本形式发布的调查报告

既非一个可供下载的电子版文档，也没有封面，

仅显示了一些基本信息，包括报告标题、发布时

间以及调查机构（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同时，报告上也缺乏调

查或监管机构的有效联系方式，既不方便信息反

馈，也不利于社会监督。 

事故调查报告的规范体式对传播效果的影

响不容忽视。调查报告作为应急管理这一公权力

行为在运作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法定效力

的公务文书，除了向公众反映事故事实、调查过

程和结论，还是事故调查机构履行职能、传达意

志并体现其特定效用性的一种工具。一份具有规

范体式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仅能体现出官方对公

共安全的负责态度，更能彰显工程事故的应急管

理和事故调查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标准化

的文书格式也有利于安全建议的分类、归档和有

效传播。 

此外，该报告并没有统一的编号和分类，而

是与其他事故调查报告（如矿山、航空、建筑工

程、危险品等）放在一起。实际上，该网站作为

“信道”，仅发布了少数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报告，

也缺乏事故调查的相关资料库或数据库，这都不

利于事故数据的交换、处理、检索、评价、学习、

研究和利用。 

3  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公众理解工程”的目标

下，“7.23事故”中的信息传播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解释事故引发的一系列争议，

也能从中透视出我国重大工程事故应急管理中工

程传播的若干一般性特征。 

3.1  庞杂的传播内容 

除了大量碎片化的事故信息，工程事故还向

公众带来了焦虑情绪——公众面对突发危机的一

种自然的应激状态。尤其是在事故救援阶段，虽

然时间不长，但信息量却最为密集、同时也对外

界影响最大[25]。“7.23 事故”发生后 12 小时，网

络上相关信息已突破 200 万条（仅寻人消息就有

50余万条），9天后，微博的发布数量超过 1000 万

条[26]。如果在本阶段不能及时、客观地传播有效

信息，除了耽误事故救援和现场调查，还有可能

引发各类谣言甚至社会恐慌。焦虑情绪与事故本

身的严重性成正相关，某些时候还会引发公众的

冲动和非理性应激行为。如事故发生 26 小时之

后，铁道部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加之新闻发言

人对救援情况前后不一的表述——“从具备通车

条件到恢复通车再到发现三名事故遇难者” ——

及其彻底激怒公众的那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

我信了”，非但没有起到平息公众质疑的传播效

果，反而激起更大的公愤，造成整个社会舆论环

境失控。 

在海量信息和焦虑情绪的冲击下，公众由最

开始对官方消息的不信任发展到“对未来铁路安

全的担心”，进而开始不理智的谴责和声讨。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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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害的本能促使人们在行动上选择跟随他人来摆

脱焦虑，越来越多的个体加入到盲目的、非理性

的“发泄”和“声讨”行为中。极快的信息传播

速度与复杂的传播环节导致信息失真，进而形成

网民群体在观点和情绪上的“对立”和“冲突” [27]，

加上还有少数人受情绪影响，在网络上对相关官

方机构和媒体进行辱骂，都给应急管理工作和舆

论环境造成极大影响。 

3.2  互为影响的信源、信道、信宿 

纷繁芜杂的信息碎片和公众的焦虑情绪在

互联网渠道和新媒体的催化下，打破了常态传播

模式的平衡，“信源”、“信道”、“信宿”三者叠

加形成非秩序化复杂互动，展现出一种互为影响

和转换的“无首尾逻辑”关系，具有多元化、去

中心化、多重反馈的特征。互联网时代，“7.23

事故”现场及附近的民众拿起手中的手机、照相

机和电脑等设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事故发生的

初始状态，并通过新媒体，成为最早传播事故信

息的“信源”。官方媒体首度在重大工程事故第

一时间信息传播中缺席，即使是央视、新华社等

官方权威媒体都不得不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公众

的第一手资料。 

在工程事故面前，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宿”，

他们会积极地利用各种渠道来搜索并主动发布信

息，成为“信源”和“信道”。而传统意义上扮演

“信道”角色的媒体机构在自媒体时代，既是“信

宿”，也是“信源”；同时，这些“信宿”间也会

发生横向信息传播。 

“7.23事故”原因分析阶段所爆发的种种争议

表明，即使工作重心由“台前”转向“幕后”，信

息传播也不能被忽略。如果说调查结果的公开所

体现的是人们对结果平等的价值追求，即“实质

正义” [28]，那么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则属于“程

序正义”——对规则和制度的尊重和维护。积极

主动的信息公开，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

同时，也会消除此前的各种负面信息的影响，使

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获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与支

持度。 

否则，官方发言人可能被民众解读为一个撒

谎者，一家媒体可能被指责为事故相关利益群体

的“喉舌”。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相关者

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着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复

杂互动。每一个个体和群体都在主、客体角色的

转换中，从自身利益和立场出发，透过多元渠道

传递多变的信息，形成了一个“多渠道，无中心”、

“信息多，无权威”的、明显异于常态的信息传播

环境。事故的危害性和冲击性也决定了相关信息

要在时间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快速、准确的传

播才能保真，而这种“无首尾逻辑”导致信息传

播极易失真。 

移动互联网和“微时代”的信息传播突破了

时空限制和内容过滤，人们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

获取和传递，信息选择和价值判断异常艰难。公

众看待工程事故的理性精神只有在信息的充分双

向流通中才能得到培育。 

3.3  多重的利益相关者 

工程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利益的系统，事

故的发生更是牵扯到责任认定和追究、民事赔偿

甚至行政和刑事处罚等问题。在当前社会利益不

断分化的背景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往往都会在工

程事故发生后，根据内外环境条件和自身利益，

去接收、搜索和传播相关事故信息，传播过程甚

至会演变成各种社会角色尽情发挥的舞台。 

政府机构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也是工程传播的主角。但是在平息社会情绪、

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压力下，“7.23事故”调查组

和涉事单位铁道部面对社会质疑和各类小道消

息，或“惜字如金”，或选择“守口如瓶”，加之

此前发生过政府掩盖事故真相、发布虚假信息的

事情[29]，这都极大地挑战着政府主导工程传播的

权威性和有效性。 

新媒体作为“传媒新贵”，与传统媒体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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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激烈，对媒体曝光度和点击率的渴求，也促

使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运营者在对工程事故进行

报道时热衷于题材的时效性、轰动性，一味求快，

失去了求实、求真的要求。或对事故内容断章取

义，或缺乏对信息来源的确认，或发布极其主观

的信息，“蹭热点”、“标题党”就是其中的典型表

现，毕竟夺人眼球或耸人听闻的内容更能够吸引

民众关注。典型代表就是互联网社区表现活跃且

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意见领袖”（俗称“网络

大 V”）在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30]，他们的行为

往往被他人效仿，影响网络舆论走势。 

或因为事故涉及自身利益，或因为危机感，

或因为对官方消息的不信任，亦或因为对真相的

探究甚至“猎奇”心态，种种因素都会导致部分

民众利用既有的通讯工具去发布信息讨论甚至传

播信息。甚至还会出现不法分子借助事故信息不

对称以及民众恐慌情绪来谋取利益的诈骗行为。 

政府、媒体、公众的不同利益诉求使得事故

应急管理中的工程传播形成了全新的互制局面。

无论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官方媒体出于社会稳定目

的而采取的“掩盖事实”，还是新媒体为了点击率

而采取的“夸大事实”，都会由于信息偏差而引发

公众在事故发生后的焦虑情绪和盲目应对，这些

情绪和行为可能又会引起新一轮的、让政府和官

媒疲于应付的舆论危机。 

3.4  风险的社会放大 

在“7.23 事故”发生后，舆论上出现了对某

些事故细节断章取义的解读甚至空穴来风的谣

言，如“遗体未经家属同意被集体火化”、“铁道

调度系统中的程序故障是事故原因，两名无证程

序员被拘留”都被传得沸沸扬扬。 

可以看出，重大工程事故应急管理中的信息

传播是一个混乱信息和不确定意义的风险沟通过

程，民众在面对想象或现实的威胁时往往产生恐

慌心理。面对高铁事故这种与民众生活联系比较

密切的危机事件，民众不合理的行为反应就是这

种群体性恐慌的典型表现。就社会整体而言，短

时间内无法形成对事故的主流风险认知，就个体

而言，又缺乏事故风险评估能力。公众的个体体

验、教育背景、社会阅历等因素则决定了不同的

个体对同样的信息会产生不同的风险感知。面对

汹涌而来的事故信息，公众“出于对自己未来安

全的担心”而不断解构以往的认知，重新架构新

的认知，在无法准确判断事故风险的情况下，出

现对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能力的怀疑。同时，事

故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及所夹杂的一些夸大的、失

实的报道，引发了社会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反应，民众、传统媒体、自媒体、记者等都会成

为各种各样的“风险信息放大站”并对信息进行

加工、重构和再次传播[31]，相关风险信息有可能

发生转化，特别是一条“带有风险”的信息被不

同的“信源”转发和陈述多次，其可信度便会提

高。如那张“坠落的车体残骸碎片”就被解读为

“吊下动车车厢时有遇难者遗体掉出”，加之官方

没能够及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就不难理

解为何这个谣言会广泛流传。不断地重复这些谣

言使得人们能够宣泄恐惧和不安的情绪。同时，

基于“自我保护和保护亲人”的本能，一些人还

会将自身的风险感知传播给他人，在信息不对称

情况下，这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和行为，都

加快了风险的放大。 

4  余论 

重大工程事故涉及到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工

作中的信息传播还具有内容专业性、渠道多元性

以及受众广泛性等特征，所以，政府具有主导工

程传播的责任和地位。但从“7.23 事故”中的信

息传播可以看出，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播与

传统媒体相互影响和互动所形成的合力①，与其他

                           

① 如《南方都市报》2011年 7月 31日刊登了语气极为强烈的评论文章《他妈的“奇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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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强化了公众对事实真相、

话语权和“程序正义”的追求，在影响工程传播

有效性的同时也挑战着政府代言工程传播的天然

道德高地。因此，以公众理解工程为目的，在重

塑“政府主导型”工程传播的过程中，至少应遵

循如下基本原则。 

第一，在传播理念上，政府应遵循全程主动

发布信息的原则，摆脱传统的“单向公关式”信

息发布，形成“信息发布-收集-再发布”的“双向

互动式”良性传播。 

个体在事故发生后很难达到对相关信息的全

局性和专业性理解，在公众心目中，政府就成了

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信息公开不仅是对抗流言蜚

语的利器，也是安定民心的不二之选。如果事故

发生的初始阶段，政府还可以用“正在调查”作

为应对舆论的万能答复，但随着事故调查的深入，

如果依然缺乏积极有效的信息沟通，则会使某些

负面的猜测和质疑叠加累积，演变成公众对政府

的不信任感。 

防止信息发布中的“烂尾”，不仅可以体现政

府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及提升工程安全的信心与

能力，也有利于树立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进而

更好地把握工程传播的主动权。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应将工程传播纳入到重大

工程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中，在第一时间收集、

鉴别确认并完整全面地发布各种事故信息，避免

公众舆论的发酵和恶化。如果政府出于某些原因

而对一些敏感信息进行了遮掩，往往会因为某些

信息的不慎暴露而得到公众的强烈抵触。如“7.23

事故”中，官方宣布救援结束后现场又发现了遇

难者遗体，这种前后不一致的信息在引发信任危

机的同时也为谣言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同时，建立公众表达自己对于事故的关切和

疑虑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信息的及时修正和反

馈，提升工程传播的针对性。 

第二，多元的传播手段与通俗易懂的内容表

达相结合的原则。 

在“互联网+”时代，除了传统媒体，应急管

理部门还应该运用如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甚至

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传

播的环节，使权威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直观、

生动地覆盖到各个人群，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有更

多话语权的年轻人，填补信息真空。 

在内容表达上应注意有效信息与公众“地方

性知识”的有机结合，降低公众的学习时间和成

本。不同于工程教育，工程传播的核心功能是让

公众对工程事故的基本信息和发展态势达到最基

本的理解。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心理

状态、生活习惯、个体秉性乃至对互联网工具的

熟悉程度等诸多差异都会导致其对事故信息产生

理解上的偏向。同时，也不能忽视传播内容中的

人文关怀，避免出现遇难者照片等可能对民众的

心理和情绪产生进一步刺激的画面，营造防范和

化解次生性社会危机的微观环境。 

第三，在制度安排上，建立开放且匿名的事

故上报系统以及专职发言人制度。 

开放的事故上报系统可以接收任何人通过任

何方式上报事故，匿名性则可以使事故上报者放

下对责任追究、甚至打击报复等事情的担忧，使

得事故信息上报更加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32]。与

舆情监测和评估相比[33]，政府在第一时间获悉并

公布事故的实时信息更为重要，除了可以及时启

动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救援，也可以满足公众对

事故基本态势的了解，更有助于政府把握信息发

布的主导权，进而降低工程传播过程中“降噪、

除噪”的难度。 

兼具工程和传媒双重知识背景的专职发言人

也不可或缺。虽然工程师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但信息传播也有特定的方式和技巧。工程事故的

原因复杂且态势发展难以预测，对于媒体从业者

而言也存在报道内容不够专业等问题。因此培养

并设置“兼具工程与传媒知识”的专职发言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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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同时也对应急管理部门设

立常设性事故调查机构提出了要求。我国对于工

程事故的调查主要是根据事故等级大小由当地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虽然各级政府都有应急管

理部门（部、厅、局），但就事故调查而言，总体

上属于临时性事故调查主体（即应急管理部门牵

头，各相关单位参与）。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带有

“临时性色彩”和“传声筒性质”的发言人在直面

媒体和公众时，往往由于专业知识或传播技巧的

某些短板而陷入被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众对重大工程事

故的恐慌、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猜疑甚至对某些工

程活动的偏见也并非是一次两次有效的工程传播

能够消除的。第一时间全面把握事故的信息动态，

及时、有效地公开相关信息，既可以防患于未然，

降低工程事故的社会影响，又可以因势利导，将

工程事故转化为公众理解工程的宝贵机会，为公

众参与工程提供知识和信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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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Major Engineering  
Acc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7.23” Railway Accident as An Example 

Zhang Tao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path, and consequence of the “7.23 major accident of 

railway engineering”, this research study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numerous and jumbled fragments of accident in-

formation and uncertain accident trends will not only cause serious anxiety to the public but also trigger rumors, 

which when catalyzed by the manifol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multi-stakeholders, on-site rescue teams, credi-

bility of government agencies, effectiveness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 positive image of engineering,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engineering practices, will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under the given circum-

stances. Thus, an open and anonymous accident reporting system and full-time spokesman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voluntary announcement and conform to government guidance is required; using multimedia 

with plain language to convert engineering accidents into precious opportunities for the public will enabl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ngineering accidents. This will also serve to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engi-

neering acciden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to public crises. 

Key Words: engineering accident; accident investigation;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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